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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财税分享机制研究1 

吕明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江苏扬州 225007） 

【摘 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作为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作为政策协同体系中的财税分享机制具有核心

作用，然而区域间显著的财税失衡对长三角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中政策协同与产业协同形成制约。分税制与“营

改增”引发中央与地方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财税分享比例变化与财力失衡，以及现行税制固有特点致使税收与税

源相背离是导致区域间财税失衡问题的制度性因素。应通过分类建立区域间税收分享制度、配套建设横向转移支付

机制及推行区域均衡的税制改革试点，改善区域间财力失衡局面，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财税分享机制 

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了长三角地区

“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并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做出了具体安排部署。财税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应探索建立包括政府间财税分享协商机制在内的政策制定协同机制，区域互利共赢的税收利

益分享机制和征管协调机制，区域投资、税收等利益争端处理机制等，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良好环境,为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①。 

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财税协同中 

的财税失衡问题 

当前,长三角地区在财税协同方面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地区间财政收支差异与一体化发展要求不匹配 

规划纲要对长三角区域提出了“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属于应由政府提供的纯公共物

品，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实现的。通过将常住人口人均财政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可以加快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长三角区域存在财政收入、支出水平与一体化发展要求不相匹配的状况。2019 年上海市人均公共财政

支出达到 3.37 万元，已经超出规划纲要“到 2025 年，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达到 2.1 万元”的发展目标，而浙江、江苏、安徽三

省 2019 年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则分别为 1.72 万元、1.56 万元、1.16 万元,仅为上海市人均财政支出水平的 0.51、0.46、0.34,

究其原因，区域间悬殊的财政收入差距严重制约了三地政府财政支出能力。2019 年上海市人均公共财政收入达到 2.95 万元,而

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则分别为 1.20万元、1.09万元、0.50万元，仅为上海市人均财政收入的0.41、0.37、

0.17。②财政收支差异显著的长三角地区在提供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上差异明显。比如，在基础教育方面，

普通小学生师比是衡量师资配置水平重要指标，生师比越低越有利于保证教学质量，对学生越有利。2018 年，2018 年上海市普

通小学生师比为 14.09,远低于全国普通小学生师比16.97③,而 2018 年浙江、江苏、安徽三省普通小学生师比分别为 17.14,17.73

与 18.32气明显高于上海乃至全国平均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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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链高端环节聚集扩大区域间财力差异 

构建国内价值链需要对不同区域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因此规划纲要指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要强化中心

区产业集聚能力，中心区应重点布局总部经济、研发设计、高端制造、销售等产业链环节。落实这一部署,将推动产业链处于“微

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的环节将向长三角中心区域聚集。虽然这种聚集有利于中心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然而长期来看，由此

而导致长三角中心区域和其他区域之间经济层次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地区间的财力差异。以总部经济为例，早在2002 年上海就

率先出台了《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沪府发：[2002]24 号），并经 2008 年、2011 年、2017 年、2019

年四次修订，已经形成促进和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推进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政策激励机制，包括资助和奖励、资

金管理和贸易便利、简化出入境手续、人才引进等优惠政策。2019 年，上海市又颁布了《上海市鼓励设立民营企业总部的若干

意见》，并认定了 193家民营企业总部;这些企业总部涵盖制造、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信息服务、建筑、房地产、金融等行业，

年业务收入超 2万亿元，吸纳就业近30万人，外省市分支机构超过 3000 家。⑤2019年，上海市产税亿元以上总部企业达到 125

户，共产税 419.2 亿元；截至 2020 年 6月底，上海总部企业累计 746 家，近三年年均增长 9.4%,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无论企

业数量和规模均稳居国内第一。⑥ 

（三）税收竞争制约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进程 

从税收视角出发，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产业转移会引起税源的区域间迁移。虽然，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长三角应建

立“包括政府间财税分享协商机制在内的政策制定协同机制，以及区域互利共赢的税收利益分享机制和征管协调机制”，但由

于财税分享机制创新面临不少现实难题，目前长三角区域尚未确定地区间应如何分享包括税收收入在内财税利益。在缺乏财税

利益协调机制背景下，基于地方财政收支情况的考量，各地政府难免存在通过在用地用房、金融服务、甚至财政返还等方面给

予政策优惠的方式开展税源竞争的情况，而对基于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开展产业转移的进程造成负面影响。以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为例，该区位于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处于上海、江苏、浙江交界处，主要包括上海青浦区、江苏苏州吴江区、浙江

嘉善县等城市。招商引资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产业基础和财力不同，三地的财税扶持政策存在较大差异。

据调研了解,青浦区最高给予企业相当于地方税收收入 40%的财政扶持；吴中区针对企业实际缴税总额，分别给予相当于地方税

收收入 40-70%的财政扶持;嘉善县则主要通过股改/上市奖励、工业发展基金、高新技术培育等奖励形式对企业进行扶持。地方

政府的招商政策差异既加剧了区域间的税收竞争，又易导致各地之间产业结构布局雷同,难以实现错位竞争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2]。 

二、制约长三角地区财税协调的制度性因素 

(—)分税制与垂直财政不平衡加剧地区间横向税收竞争 

我国现行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础是由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所确立。实施分税制以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

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由 1993 年的 22.02%提升至 1994 年的 55.70%；至 2019 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仍接

近一半,为 46.9%，而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却从 1993 年的 28.27%T 降至 2019 年的 14.7%⑦,这种中央与地方财

政收入与支出的不匹配现象称为垂直财政不平衡。为了弥补地方自有财力不足，1994 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来，我国逐

步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要求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论上，转移支付制度的存在有利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向垂

直平衡方向发展，然而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支持的同时，也会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征税等行为产生深远影响。[3]如地

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收入将被固定在某项支出上，产生“粘蝇纸效应”。⑧抑或由于地方政府因可获取转移支付收入，“预算软约

束”使得地方政府倾向于扩大财政支出或降低税率,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财政赤字⑨。吴敏等运用我国 1994 至 2015 年省级年度

数据发现,地方政府获得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 1元,年度一般预算财政支出将分别增加 1.61 元和 2.12元,远

远超过本地财政收入增加所产生的影响⑩。为了解决财政能力不足问题,地方政府将有动机展开区域间财政资源或税源争夺。李

永友运用我国县级截面数据，对转移支付制度的融资及分配机制与相邻县之间财政竞争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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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机制从整体上强化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11。 

(二)“营改增”与“五五分成”扩大地区间财政收入差距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房地产、建筑、金融及生活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至此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对全

行业的覆盖，作为分税制下地方税主体税种的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为保障地方既有财力，与分税制下增值税收入中央与地方

分享比例 75:25 不同，在过渡期内，增值税收入由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伴随 2018 年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省级和省级以

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分税制下确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组织与分配形

式已朝向“分成制”演化。然而“五五分成”并未驱动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财力分配关系向公平方向转变。“营改

增”是结构性减税的重要措施，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后，按照“五五分成”方式计算,2016 年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不降

反增，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较“营改增”之前下降 23.01%;各地政府的减收幅度不一，经济落后地区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减收幅

度更大,[4]“营改增”后的过渡分成方案导致区域间税收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如上海增收 3.49%,浙江减收 2.16%,江苏减收 8.99%,

安徽减收 20.32%)○12。 

(三)现行税制国有特点致使地区间税收与税源相背离 

由于税制设计、生产经营活动复杂性与市场流动性等因素相结合,我国存在着区域间税收与税源背离的现象，并从总体上呈

现出税收收入从欠发达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的特征®。以企业所得税为例，除若干特定企业以外，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跨地区(指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该居民企业为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由总机构和具

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二级分支机构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 50%由总机构分摊缴纳，另外 50%在各分支机构间分摊。这

种分摊方式并未按照总机构与分支机构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程度和公共物品的使用程度在区域间划分税收收入,使得企业集团总

机构所在地可以获得更多企业所得税收入,容易产生企业所得税收入由生产机构所在地向管理机构所在地转移的情形。

Strauss-Kahn&Vives(2009)的研究发现，中心城市凭借其优质的公共服务、高度国际化、敏捷的市场反应等优势,成为总部企业

落户的最佳选择，中心城市的总部企业聚集效应是导致税源与税收背离的主要因素○14。作为长三角地区的超大城市，上海市具有

极强的“虹吸”能力。截止 2020 年 4 月 8 日，上海市引进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累计达 730 家和 466 家○15，成为长三

角地区“总部经济”的桥头堡，极易产生强者愈强的闭环效应。[5] 

三、建立长三角地区财税分享机制的政策建议 

(一)分类建立区域间税收分享制度 

在产业跨区域转移过程中，可根据长三角地区不同产业的经营特点、盈利模式以及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影响程度,分类

建立迁出地与迁入地税收分享方式。对位于长三角中心区的重化工业、工程机械等传统产业，向中心区以外地区转移时会产生

高额的搬迁费用，搬迁后产能及利税能力也需要较长时间恢复，因此应设立相对较长的税收分享期，比如根据规划纲要涵盖期

间设置到 2025 年乃至 2035 年的税收分享计划，以更好地调动迁出地政府积极性。而总部经济、研发设计、高端制造、销售等

产业链环节向长三角中心区域的汇集过程,往往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间转移。高新技术产业普遍具备创新能力强、成长性

好、辐射带动其他产业转型升级能力强的特征，这一产业转移进程极易使中心区域与其他区域财力失衡局面陷入恶性循环，因

此在高新技术产业转移过程中，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税收分享比例应向迁出地倾斜，而不是简单采取“五五分成”办法，分享税

种也不应局限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企业层面的税收，还应考虑由产业转移带来的个人所得税税源迁移,将个人所得税纳入分

享范围。[6] 

(二)配奏建设横向转移支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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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一体化发展要求下,无论是税收与税源相背离现状还是区域间产业转移进程，都会产生地方政府间提供公共物品成本

与所得收益不匹配的现象。因此，应按照“正外部性共享，负外部性共担”原则建立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更好地均衡政

府间横向财政关系，助力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实现。比如，我国现行的“对口支援”包括特殊民族地区全面性对口支援、重

大工程实施地区补偿性对口支援、贫困地区发展性对口支援、基本公共服务落后地区专项性对口支援、严重灾害地区应急性对

口支援等类型○16，多为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具备横向转移支付特征。可建立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专项性对

口支援,加快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目标。又如，在重化工业、纺织等污染环境较重或耗能较高的产业向中心区域

以外转移过程中，可建立迁出地对迁入地基于环境保护、生态补偿方面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加强长三角地区生态空间共保，

推动环境协同治理。[7] 

(三)推行区域均衡的税制改革试点 

收入归属划分是财政分配关系的核心，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可依据“税收归属与税收来源相一致原则”开展税制

改革试点，促进实现区域间财力均衡。比如企业所得税方面，在跨地区经营企业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应考

虑总机构与分支机构对所在地资源或公共物品使用情况，调整总机构与分支机构在所在地留缴企业所得税的比例,将更高比例的

企业所得税收入在分支机构所在地之间分摊;或者对总机构与分支机构适用统一的分摊税款计算公式,并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

善分摊因素，将现行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资产总额”三因素扩大至多因素，如考虑区域间工资水平差异而将职工人数纳

入分摊因素等等。如此，不仅可以减轻区域间税收与税源相背离的程度，还可以避免因区域间各地争相发展“总部经济”而引

发的恶性税收竞争。 

注释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9-12/01/conten

t_5457442.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201912-01. 

②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常住人口数量来源于 wind数据库，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为笔者根据此两项数据计算得出. 

③教育部(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9—07/24/content_54140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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